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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通过的关于第2479/2014号来文的决定[footnoteRef:2]* [footnoteRef:3]** [footnoteRef:4]*** [2: 	*	委员会第一三一届会议(2021年3月1日至26日)通过。]  [3: 	**	瓦法阿·阿什拉芙·穆哈拉姆·巴西姆、亚兹·本·阿舒尔、阿里夫·布尔坎、马哈吉布·埃尔·哈伊巴、古谷修一、卡洛斯·戈麦斯·马丁内斯、马西娅·克兰女士、邓肯·莱基·穆胡穆扎、福蒂妮·帕扎尔齐斯、埃尔南·克萨达、瓦西尔卡·桑钦、若泽·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徐昌禄、科波亚·克帕查·查姆加、埃莱娜·提格乎德加、伊梅鲁·塔姆拉特·伊盖祖、根提安·齐伯利。]  [4: 	***	委员会委员阿里夫·布尔坎和埃莱娜·提格乎德加的联合意见(不同意见)附于本决定之后。] 

	来文提交人：
	H.R.(由开放社会正义举措和火热之心俱乐部的穆塔巴尔·塔吉巴耶娃代表)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乌兹别克斯坦

	来文日期：
	2014年5月23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2条作出的决定，已于2014年11月21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21年3月16日

	事由：
	警察和安全部门的任意拘留和酷刑；对示威者滥用致命武力；被迫流离失所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滥用提交来文的权利

	实质性问题：
	酷刑、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任意拘留；生命权；被驱逐出自己国家；有效的补救措施

	《公约》条款：
	第六条、第七条，与第二条第二款一并解读；第九条和第十二条第一款和第四款，以及第二条第三款，与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和第十二条一并解读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五条第二款(丑)项



1.	来文提交人是H.R.，乌兹别克斯坦国民，1973年出生。在提交来文时，他作为难民居住在荷兰。他声称，缔约国违反了第六条、第七条(均与第二条第二款一并解读)；第九条第一款和第十二条第一款和第四款以及第二条第三款(均与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和第十二条一并解读)，他是受害者。《任择议定书》于1995年12月28日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由律师代理。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是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的一名商人。他在2005年5月13日参加示威后逃离该国。在此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国家安全局和警察刑事调查局定期对他进行拘留、审讯、殴打和威胁，企图强迫他提供对23名著名商人不利的假证据。
2.2	2003年4月11日，提交人被传唤到一个军事委员会，以便进行军事后备评估。到达后，他被强行拉进一辆汽车，四名男子猛击他的腹部，他的头被压在前排座位之间，并受到威胁说“他会后悔出生”。他被带到国家安全局大楼，被带进一间没有家具的房间，遭到四名男子的殴打，脸部被击打。他摔倒在地，全身被踢打，仅头和脸幸免。他被告知，国家安全局向总统报告过，当局已决定“关闭他的慈善活动”。他被迫在一张白纸上签字，然后获准外出吃午饭，但被告知，如果他不回来，将根据《刑法》第159条和第244条，以企图推翻宪法秩序和宗教极端主义的罪名起诉他。当他返回时，他被指控宗教极端主义，并被指示每隔一天从下午12时至下午1时返回接受进一步审讯。他的拘留没有登记。他被指示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件事，没有向他提供任何拘留记录或关于他的权利，包括请律师的权利的资料。第二天，当他回到国家安全局时，有人向他出示了他签署的文件。文件说，他有义务继续会见国家安全局，如果他向任何人通报，他将因此接受《刑法》第159条和第244条规定的罪行。他被告知，根据这些规定被定罪的人从未活着从监狱返回，如果他在国家安全局要求时而未出庭，将对他提起刑事诉讼。
2.3	三个多月来，国家安全局一再传唤提交人，还偶尔打电话或派一名特工到他家和办公室。在最初的一个半月里，他每隔一天接受一次审讯。后来，他有时一周被传唤两次，有时两周一次。当他去国家安全局大楼时，他不得不从后院的一个栅栏下爬入，并被带进一个有铁窗的房间。每次，他都在国家安全局大楼里呆上两到五个小时。他经常没被提问任何问题，或者被问到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比如他喜欢哪种香烟。有五六次，他被要求深夜出现在废弃的地方，但他没有去。第二天，他会被国家安全局传唤。他被告知，他是奉总统命令被传唤的，没有人能为他辩护。他被迫成为告密安集延富商的线人。国家安全局的一名官员表示愿意帮助他，以换取5 000美元，但提交人说他没有这笔钱。2003年8月，国家安全局停止与他联系，但他感到自己受到监视，生活在不断的恐惧中。
2.4	2003年12月以后，提交人被警方刑事调查局传唤五次接受审讯。他受到威胁和辱骂。有两次，他遭到殴打，被钉在墙上，被打耳光，腹部被拳击，肋骨被踢。没有关于他被拘留时间的记录。他从未被告知他有权聘请律师或享有任何其他权利。他被告知，如果他死了，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
2.5	2004年5月7日，刑事调查局局长来到提交人的办公室，指示他跟随局长上一辆小型货车，有刑事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其他官员一起上车。在小货车里，一名官员告诉提交人，他将不得不“为拒绝合作付出代价”。提交人被带到区警察局，在那里他被打了耳光，并被要求写一份声明，说明他与极端主义或宗教组织没有联系。在他被释放五分钟后，一名妇女向他要烟草。他再次被一名警察拦住，要求他返回警察局。回到警察局，他遇到了同一名妇女，她指控提交人强行将她抱在怀里并亲吻她。警察没有询问就录下了这段话。根据《行政责任法》第183条提交人因冒犯该妇女被拘留。下午7时10分，提交人被关在一间1x1.5米的拘留室。他在那里被关押了一夜，没有厕所，没有水，没有食物，也不允许给他的律师或家人打电话。牢房有水泥墙和一扇沾满血迹的石门。有一张长凳，但他发现躺下是不可能的。四小时后，提交人认为是政府特工的另一名男子与他一起被关在牢房里。2004年5月8日，上午10时，提交人被带到地下室，在那里他遇到了另外六个男子。他认出了两名刑事调查局的官员和两名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他们要求他提供对他的商业伙伴不利的证据，答应给他一套公寓，两家商店和一辆汽车。当他拒绝时，他们威胁要在他的房子里放置犯罪证据，逮捕他或用警棍强奸他。国家安全局的一名特工几次打提交人的后脑勺，试图强迫他在一张白纸上签字。然后，他被铐在椅子上，双臂交叉，他被揪着头发拖过房间，先是用拳头，然后用警棍殴打全身、脸部、头部和颈部，直到他失去知觉。
2.6	国家安全局官员叫了一辆救护车，提交人被安置在伊兹博斯坎区中心医院的急诊科，2004年5月8日至17日，他在那里停留。[footnoteRef:5] 他入院后四天半才恢复知觉。随后，他于2004年5月17日至29日在神经科接受治疗，并于2004年6月5日至12日再次接受治疗。[footnoteRef:6] 尽管提交人的家人一再提出要求，但直到他遭受酷刑16天后才进行法医检查。检查是在国家安全局官员在楼内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包括快速目视检查。没有向提交人提供检查结果的副本。提交人及其家人要求另作检查的请求未获批准。[footnoteRef:7] 在他们提出申诉后，医院院长坚持要提交人出院。提交人的岳母无意中听到国家安全局官员强迫资深医生将提交人打发走，尽管他声称提交人的健康状况不佳。提交人继续遭受极其痛苦的头痛，需要在神经科继续治疗。第二年，他在安集延市的诊所住院大约六次。 [5: 		根据K.医生2004年6月16日的一项声明，2004年5月8日，她接到国家安全局的电话，请她紧急前来。她发现一名患者处于急性应激反应状态，并将其送往中心医院进行紧急护理。伊兹博斯坎区检察官办公室2004年5月31日作出的关于拒绝启动刑事诉讼的一份决定提到了U.医生的一封信，该医生说，失去知觉的提交人于5月8日在“精神紧张”的情况下被一名国家安全局官员送到中心医院。提交人被诊断为“歇斯底里性神经官能症”。第二天早上，他恢复了知觉，说他遭到警察的殴打。另见2004年5月27日的一封信，提交人的岳母在信中讲述了她发现他在救护中心“半死不活”，背上有红肿的斑点，以及在三天后才恢复知觉的情况。]  [6: 		见提交人律师2004年5月27日致伊兹博斯坎区中心医院首席医生的信，其中要求提供提交人治疗和诊断的文件，以及卫生部2004年7月15日的信，其中说提交人于5月8日至17日在中心医院急诊室接受治疗，于2004年5月17日至29日和6月5日至12日在神经科治疗。提交人还提供了未翻译的医院记录。]  [7: 		见提交人律师2004年5月21日致伊兹博斯坎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信，信中要求进行法医检查和询问证人。] 

2.7	提交人及其家人于2004年5月7日和8日向地方、区域和国家各级检察官投诉警察和国家安全局对他实施酷刑和任意拘留，并提供了医疗证据和施害者的身份。伊兹博斯坎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证实，提交人于5月7日被警察和国家安全局官员拘留。然而，由于2004年5月25日的体检报告中没有瘀伤的迹象，刑事调查被拒绝。提交人及其家人还向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和媒体提出了申诉。
2.8	2004年6月，提交人因2004年5月7日侮辱妇女而被指控犯有行政罪。2004年7月9日，伊兹博斯坎地方刑事事务法院驳回了指控，理由是据称受害人的申诉没有适当登记，而且她的陈述前后不一致。2004年8月，提交人提出民事诉讼，要求赔偿2004年5月7日和8日警察对他的非法拘留和殴打给他的生命和健康造成的损害。[footnoteRef:8] 他的律师害怕对国家安全局提出申诉。提交人被告知，检察官对Izboskan地方刑事法院2004年7月9日的裁决提出了反对通知。提交人及其律师从未收到检察官上诉的副本，并怀疑上诉是在规定的时限之后以及提交人提出赔偿要求之后提出的。2004年9月16日，安集延地区法院推翻了伊兹博斯坎地方刑事法院2004年6月9日下令进一步调查的决定。[footnoteRef:9] 根据2004年10月7日的一项法院命令，中止了对他的民事赔偿要求的审查，但没有通知提交人。2004年12月3日，伊兹博斯坎地方法院援引2004年10月7日的命令，拒绝审查提交人的赔偿要求。 [8: 		2004年8月26日提交人及其岳母向伊兹博斯坎区际民事法院所作的陈述。]  [9: 		安集延地区法院2004年9月16日的裁决提到了提交人关于他受到警察虐待的指控。] 

2.9	2004年11月，提交人作为一个案件的证人受到审讯，该案件涉及23名因宗教极端主义而受审的商人。提交人和其他证人被告知，如果他们证实这些商人属于Akramaya宗教组织，判决会较轻。2005年4月，他被传唤出庭作证。他告诉法庭，他被国家安全局非法拘留并遭到酷刑，但法官没有反应。当他拒绝作证指控商人时，法庭命令他离开房间。
2.10	在审判这23名商人期间，对他们遭受酷刑和其他侵权行为的关切导致了抗议。2005年5月12日，一群身份不明的人从市监狱释放了这些商人。当天夜里，提交人躲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因为他注意到国家安全局的官员来拜访他的邻居。2005年5月13日，提交人加入了10,000至15,000人的人群，其中大多数人没有武装，包括大量妇女和儿童，他们在安集延的Bobur广场示威，表达了他们对经济、政府镇压和司法滥用的关切。政府武装力量封锁了广场的出口，并向人群不加区别地开枪，造成500至700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footnoteRef:10] 士兵们从高速行驶的吉普车或卡车上向人群开火。一些被杀害的人就在提交人附近。安全部队没有试图使用非致命性武力，警告人群，要求人群散开，或瞄准人群边缘的几个枪手。人们试图在装甲运兵车和狙击手的猛烈火力下逃离，而政府军则不不加区别地开枪，包括向头上戴着白色头巾的人开枪。提交人与两名男子手挽着手走着，这两人都被枪杀。包括提交人在内的大多数幸存者向吉尔吉斯斯坦边境逃去，步行了10个小时，大约走了50公里。在边界，他们遇到了乘坐装甲运兵车和军用卡车的乌兹别克部队。部队开火，打死约8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并打伤其他人。2005年5月14日上午，吉尔吉斯边境当局允许这群人进入该国。[footnoteRef:11]提交人住在一个难民营，然后被国际移民组织疏散到罗马尼亚，后来被转移到荷兰。在他逃离安集延两年多后，他的妻子和孩子获准与他团聚。 [10: 		提交人没有解释这种估计的来源。根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资料，5月13日和14日在安集延或从安集延出发途中在特希克－塔什，可能共有300至500人被杀害。见https://www.osce.org/odihr/15653?download=true, 第8页。]  [11: 		请参阅非政府组织的报告。例见，人权观察，《子弹像雨一样落下》。2005年5月13日的安集延大屠杀(2005年6月)；以及大赦国际，“乌兹别克斯坦：解除对安集延真相的围困”(2005年9月)。还请参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访问吉尔吉斯斯坦的报告(E/CN.4/2006/119)。] 

2.11	2005年5月13日，总检察长办公室对安集延事件展开了刑事调查。调查没有涉及安全部队的侵权行为，而是把重点放在把抗议者描绘成罪犯和恐怖分子。[footnoteRef:12] 缔约国没有回应国际组织关于设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呼吁。它封闭了该市，销毁了证据，压制独立报道，拒绝人权维护者和记者进入该市，起诉、拘留幸存者并施以酷刑，还恐吓证人和逃离者的亲属。[footnoteRef:13] 大屠杀发生九年后，留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幸存者亲属仍生活在“恐惧的气氛”中并经常受到盘问和骚扰。[footnoteRef:14] [12: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检察长办公室关于安集延恐怖主义行为调查结果的报告(2005年5月12日至13日)，分发给欧安组织各代表团的文件。]  [13: 		除其他外，参见人权观察，“掩盖真相。乌兹别克斯坦改写安集延大屠杀叙事(2005年9月)。”]  [14: 		除其他外，参见人权观察，“乌兹别克斯坦：停止迫害安集延难民家庭”，2010年5月4日，以及“保存其秘密：政府在安集延的镇压”(2008年5月)；以及Bakhtiyor Mukhtarov,“安集延难民发声”(2010年11月)。] 

2.12	提交人遭受的创伤使他严重抑郁、焦虑发作和并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footnoteRef:15] [15: 		医疗和心理测试报告，南荷兰精神创伤中心，2013年9月3日。] 

2.13	提交人认为，他已经用尽了所有可用的有效国内补救办法。在他逃离乌兹别克斯坦之前，他一直努力向司法和检察当局通报他被拘留和遭受酷刑的情况。提交人指出，缔约国不顾大量证据和国际组织的一再呼吁，一直拒绝对安全部队在安集延大屠杀期间犯下的侵权行为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调查，并于最近宣布了结此事。鉴于缔约国拒绝调查多重和严重的侵权行为，任何国内补救办法都将是徒劳的，因此不需要用尽。提交人还认为，即使确实存在有效的补救办法，他也无法使用，因为他因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而被迫逃离该国，而政府对所有与安集延幸存者有联系的人进行官方骚扰，使他无法安全返回。
2.14	提交人认为，他的来文并不构成滥用提交权，尽管事实上据称侵权行为发生在他向委员会提出申诉的五年多之前。提交人在一次大屠杀中死里逃生，出于担心生命而逃离了家园。他后来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难民营被关押了几个月。[footnoteRef:16] 他在荷兰重新定居后，由于精神创伤、不想引起注意以及担心仍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家人受到骚扰，他多年来一直无法说出自己的经历。[footnoteRef:17] 他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也不知道有任何申诉渠道。他知道火热之心俱乐部，但其主任穆塔巴尔·塔吉巴耶娃本人也被监禁，这是安集延大屠杀后乌兹别克斯坦镇压民间社会的一部分。提交人认为，其他人权组织会害怕对国家安全局提起诉讼。塔吉巴耶娃女士于2009年3月在法国重新定居，并于2009年12月获得难民地位。火热之心俱乐部于2011年2月在法国注册。提交人在塔吉巴耶娃女士被重新安置后与她取得了联系。2012年3月15日，塔吉巴耶娃女士代表提交人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申诉，但其登记于2012年10月12日被拒绝。塔吉巴耶娃女士联系了开放社会正义举措，请求帮助起草法律论据。2012年8月16日，当塔吉巴耶娃女士和司法倡议的律师与提交人面谈时，提交人请求了一名心理医生的协助。大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安排适当的心理评估和给予持续的心理支持，以确保他争取正义的努力不会导致他再次受到创伤。提交人坚持认为，编写本来文所花的时间主要是由于缔约国的行动，更确切地说，是由于他所遭受的创伤。他还表示，他的代理人不希望因为本来文中提交人的共同代理人受到迫害和留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受到骚扰而仓促准备来文，从而加剧他的创伤。 [16: 		提交人于2005年5月14日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并于2005年7月29日被疏散至罗马尼亚。2005年11月16日，他被从罗马尼亚转移到荷兰。据提交人说，当他在吉尔吉斯斯坦时，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试图利用他的妻子和岳母向他恳求，以强迫他回国。]  [17: 		提交人的妻子和子女于2007年8月1日抵达荷兰。提交人提交了一份日期为2010年4月的庇护申请副本，其中说，他的岳母留在乌兹别克斯坦是因为她未能获得出境签证，并受到警察的威胁。]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2003年4月至2004年5月期间，他定期遭到国家安全局和刑事调查局的非法和任意拘留，这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一款。每一次，他都被关押两个多小时。这些拘留期是非法的，因为没有被登记，也没有向他提供拘留记录，这违反了乌兹别克斯坦《刑事诉讼法》第225条。[footnoteRef:18] 他从未被告知自己的权利，包括聘请律师的权利，并收到国家安全局的死亡威胁。尽管2004年5月7日和8日对他的通宵拘留在形式上是根据《行政责任法》的一项规定，但2004年6月9日，伊兹博斯坎地区刑事法院认为，据称受害人的陈述没有得到适当登记，因此拘留是非法的。提交人的每一段拘留期都是任意的，因为拘留的真正目的与所提供的理由完全无关。向提交人行贿这一事实证明，拘留他完全是为了恐吓和强迫他提供不利于其商业伙伴的证词。 [18: 		提交人提到《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7条和《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原则12第1款(a)和(b)项。] 

3.2	提交人声称，在拘留期间，他遭到严重殴打，并通过反复威胁而遭受了心理虐待，这违反了《公约》第七条。这种虐待导致他住院，并给他造成持久的身心伤害。他认为，缔约国未能落实充分的保障措施，防止他遭受酷刑，从而违反了《公约》第七条(与第二条第二款一并解读)。特别是，缔约国没有登记提交人的拘留情况，没有通知他的家人，没有让他和他的家人迅速接触独立律师，也没有建立一个独立机构来监督拘留地点。
3.3	提交人坚持认为，尽管他提供了遭受酷刑的医疗证据和施害者身份，缔约国一再无视他关于非法拘留和酷刑的申诉。缔约国没有调查这些侵权行为，也没有向提交人提供有效的补救办法，包括赔偿和适当补偿，因此违反了《公约》第七条和第九条，与第二条第三款一并解读。
3.4	提交人称，缔约国对安集延的示威者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致命武力，使他的生命处于严重风险之中，这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一款，以及他在第九条第一款下的人身安全权。他坚持认为，安全部队的行为，包括武器选择和未发出警告，表明他们实际上是想尽量增加被滥杀的人数。
3.5	提交人坚持认为，他与其他500多名抗议者在乌兹别克部队不分青红皂白的炮火下逃入邻国吉尔吉斯斯坦，这构成了强迫驱逐，侵犯了他的行动和居住自由。他坚持认为，缔约国创造情况，他不得不逃离家园以避免被杀害，这违反了《公约》第十二条第一款和第四款。提交人称，缔约国继续迫害幸存者，任何难民，如他本人，返回乌兹别克斯坦后都将面临被任意拘留和遭受酷刑的真正危险。
3.6	提交人坚持认为，缔约国没有对侵犯他的生命权、人身安全权和行动自由权的行为进行有效调查，也没有向他提供有效补救，这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九条和第十二条，与第二条第三款一并解读。官方调查既不独立也不公正，因为它没有审查安全部队的责任。调查也不彻底，[footnoteRef:19] 秘密进行。受害人及其家属没有参与；相反的是，他们反而受到迫害。人权维护者、记者和国际组织的代表遭到空前的镇压，企图压制对大屠杀的任何其他说法。提交人说，官方调查的目的是掩盖安全部队杀害500至700名平民的事实，而500多名安集延受害者被强行驱逐出乌兹别克斯坦的事件没有得到调查。他认为，这些侵权行为可被定性为危害人类罪。 [19: 		见以上第2.11段。提交人坚持认为，调查人员没有审查安全部队在杀戮事件中的行动。他们没有检查弹道证据，以确定枪击受害者体内的子弹与政府军使用的武器和弹药的对比情况。他们没有检查射击的轨迹，以确定枪手的位置。他们没有调查受害者是否携带武器或以其他方式对生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也没有对受害者身上的枪伤进行检查，以确定他们是否是背部中弹，当时他们躺在地上，采取防御姿势，或其体位表明他们不会对生命构成直接威胁。调查没有试图确定哪些政府机构参与了枪击事件及其指挥链。调查没有作出努力以确定受害者在逃往吉尔吉斯斯坦时死亡和遭受枪伤的情况。] 

3.7	提交人请委员会宣布缔约国对据称违反《公约》的情况负有责任，并：
	(a)	敦促缔约国为国际调查委员会提供便利并允许其充分进入，以调查提交人和其他商界领袖在安集延被拘留和遭受酷刑的事件以及2005年5月13日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屠杀的事件；[footnoteRef:20] [20: 		据提交人称，委员会应有权传唤证人，包括政府官员，查阅警察、国家安全局和法院记录，不受阻碍地进入监狱进行面谈，有权要求法医专家，包括国际专家的帮助，挖掘尸体，并对那些被认定为此类侵权行为的实际和精神肇事者提起刑事诉讼。] 

	(b)	敦促缔约国对提交人遭受酷刑和非法拘留以及在大屠杀和强行将示威者赶出安集延期间遭受的伤害给予公正的赔偿，并提供全面康复；
	(c)	敦促缔约国采取保障措施，防止对被拘留者的类似侵权行为，确保所有被拘留者从被拘留之时起就得到登记，对拘留设施进行适当监督，为酷刑指控提供独立和安全的申诉机制，确保在提出要求时进行独立的医疗检查，并设立一个独立的机制，负责完全按照国际准则和国内立法调查酷刑指控；
	(d)	敦促缔约国根据《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采取保障措施，防止非法使用致命武力；
	(e)	敦促缔约国确保执法人员任意或滥用武力和火器的行为根据其法律作为刑事犯罪受到惩处，并确保不得援引国内政治不稳定或其他公共紧急情况等特殊情况作为背离这些基本原则的理由。
		缔约国关于实质问题的意见
4.	缔约国在2015年4月2日、9月7日和2016年2月4日的材料中指出，提交人自2005年以来一直作为极端主义宗教组织Akromiylar的成员记录在伊兹博斯坎区内务办公室。[footnoteRef:21] 2005年5月12日和13日，他参加了大规模骚乱，之后他与妻子和子女通过吉尔吉斯斯坦非法逃往荷兰。据安集延区内政厅称，没有关于对提交人进行迫害、拘留、刑事诉讼、调查或搜查的数据。缔约国的法院没有审理过与他有关的行政或刑事案件。据内政部称，来文中提到的两名警官从未在安集延区内政厅任职。 [21: 		缔约国提出了三套简短而几乎相同的意见。]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实质问题的意见的评论
5.1	提交人在2015年6月22日的评论中指出，缔约国一页纸的意见没有涉及他关于据称违反《公约》的详细资料，而这些资料得到大量证据、众多目击者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新闻报道和报告的支持。
5.2	关于缔约国指称提交人指认的两名警官从未在安集延区内政厅任职，提交人提请委员会注意伊兹博斯坎地方法院2004年12月3日的裁决，其中提到了这两名官员的证词，并提到伊兹博斯坎地方刑事法院2004年6月9日的裁决，其中提到对其中一名警官的讯问。
5.3	提交人认为，缔约国未能找到他被拘留的证据，表明他的拘留和审讯时间没有得到适当记录。
5.4	提交人指出，缔约国没有对他关于安集延大屠杀期间所犯下的广泛侵权行为的陈述提出异议，也没有表示它对大规模杀害示威者和强迫将幸存者驱逐到吉尔吉斯斯坦的事件进行过调查。
5.5	提交人在2015年12月1日的意见中指出，缔约国仍然没有表示对大屠杀进行了调查。缔约国声称它没有关于提交人被捕、受迫害和骚扰的资料，这实际上证实它没有对提交人在大屠杀前几年遭受的拘留和虐待进行过任何调查。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97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不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
6.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他的来文并不构成滥用来文，尽管事实上，来文是在据称侵权行为发生五年多之后提交的。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他的来文之所以推迟提交，是因为据称侵权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他的共同代理人受到迫害，以及担心他留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亲属。
6.4	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根据《任择议定书》提交来文没有固定的时限，仅仅推迟向委员会提交来文本身并不涉及滥用提交来文的权利。[footnoteRef:22]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委员会希望能作出合理解释来说明延迟是有正当理由的。[footnoteRef:23] 此外，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9条(c)项，如果在来文提交人用尽国内补救办法五年后，或在适用的情况下，在另一项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结束三年后提交来文，便可能构成滥用提交权，除非在考虑到来文所有情形的情况下能提出正当的延迟提交理由。[footnoteRef:24] [22: 		Polacková和Polacek诉捷克共和国(CCPR/C/90/D/1445/2006)，第6.3段；D.S.诉俄罗斯联邦(CCPR/C/120/D/2705/2015)，第6.4段。]  [23: 		Gobin诉毛里求斯(CCPR/C/72/D/787/1997)，第6.3段。]  [24: 		该条规则适用于委员会在2012年1月1日之后收到的来文。] 

6.5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在提交的材料中没有提供充分的资料，表明他表现出了应有的和及时的努力和主动性，比如向国内当局或委员会要求保护其权利。他向委员会提交首次来文，是在自从他据称遭到任意拘留和酷刑之后明显拖延了8年，也是在安集延事件发生7年之后。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于2005年11月在荷兰重新定居，他的妻子和子女于2007年8月与他团聚，而且，根据案件档案，他的岳母在2010年4月仍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然而，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没有对担心在今后几年中他或他的家人受到起诉作出任何解释。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在荷兰重新定居并在那里获得了难民地位，他不再受到迫害威胁，而且有足够的安全地位，可以自己或在法律代理人的协助下向缔约国司法当局或委员会提出申诉。
6.6	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未能就本案延迟提交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由于档案中没有任何其他相关资料或解释，委员会认为，过了这么长时间才提交来文，构成滥用提交权。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9条(c)项，来文不可受理。
6.7	得出这一结论后，委员会决定不审查任何其他受理理由。
7.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来文不可受理；
CCPR/C/131/D/2479/2014
CCPR/C/131/D/2479/2014
	(b)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和提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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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委员会委员埃莱娜·提格乎德加和阿里夫·布尔坎的联合意见(不同意见)
1.	我们不同意委员会因为从事件发生时(2003年至2005年)到向委员会提交来文之日(2014年5月)的所历时间而宣布来文不可受理的决定。大多数委员认为，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9条(c)项，超过时间构成滥用权利。第99条(c)项规定：
		“为了就来文可否受理问题作出决定，委员会或根据本议事规则第107条第1款设立的工作组应确定：……(c) 来文不构成滥用提交权。滥用提交来文的权利原则上并不是以延迟提交为由因属时理由作出不可受理决定的理由。然而，如果在来文提交人用尽国内补救办法五年后，或在适用的情况下，在另一项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结束三年后提交来文，便可能构成滥用提交权，除非在考虑到来文所有情形的情况下能提出正当的延迟提交理由。”
2.	的确，本来文没有在委员会议事规则规定的五年期限内提交。虽然缔约国没有以此理由提出任何反对，但实际上委员会有权自行分析来文是否符合属时理由的要求；如果不符合，提交人所作的解释是否证明延迟是有正当理由的，使来文可以受理。然而，我们的分歧是基于委员会大多数委员计算所历时间和评估提交人在这方面所作解释的方式。
3.	为了评估“延迟提交”的情况，委员会依据的是作为申诉依据的事实日期(剥夺自由、逮捕、殴打和酷刑发生在2003年至2005年期间)和向委员会提交“首次来文”的日期(2014年5月23日)，而规则第99条(c)项没有提到事件发生的时间，而是提到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或适用的国际程序)，这是开始计算时间的节点。在这方面，提交人彻底和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为什么他的来文“不构成滥用权利”(上文第2.14段)，因为就他的申诉而言，而且鉴于事件发生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并没有可供用尽的正式国内补救办法。他首先强调了安集延大屠杀(2005年)的背景，他“出于担心生命”而逃离。在吉尔吉斯斯坦呆了几个月后，他在荷兰定居，但他不想分享他的经历，因为担心留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家人会受到骚扰。随后，他于2009年在法国获得难民地位，经过几次努力，他获得了开放社会正义举措的支持，起草了来文。这意味着，从他逃离乌兹别克斯坦的那一刻起，直到他向委员会提出申请，提交人并没有一直无所作为。相反，他尽了最大努力寻求帮助，以便在国际一级提出他的申诉，他表示，“准备本来文所花的时间主要是由于缔约国的行动，更确切地说，是由于他所遭受的创伤。他还表示，他的代理人不希望因为本来文中提交人的共同代理人受到迫害和留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受到骚扰而仓促准备来文，从而加剧他的创伤”(第2.14段)。
4.	缔约国没有对这一严重的申诉作出答复，也没有对来文的可受理性提出异议。它仅在意见中强调了理据问题：提交人是“[一个]极端主义宗教组织的成员”，2005年5月，“他参加了大规模骚乱，之后他与妻子和子女通过吉尔吉斯斯坦非法逃往荷兰”(第4段)。然而，提交人的申诉得到了委员会通过的近期结论性意见的支持(几乎就在通过本不可受理决定的同一时刻)，委员会在其中重申：
		“其先前关切，[footnoteRef:25] 即2005年5月安集延事件期间军队和安全部门的大规模杀伤事件没有得到全面、独立和有效的调查，委员会表示遗憾的是，缔约国声称这些事件不需要任何国际调查，并认为此事已经结案。委员会还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明确资料说明2019年《枪支法》是否符合《公约》和《执法官员使用武力和枪支的基本原则》(第二条和第六条)”。[footnoteRef:26] [25: 		CCPR/C/UZB/CO/4, 第10段。]  [26: 		CCPR/C/UZB/CO/5, 第16段。] 

5.	虽然委员会在2020年结论性意见中对有罪不罚现象普遍存在以及缔约国不愿确保安集延事件受害者获得真相和正义表示关切，但另一方面，委员会表示，提交人“有足够的安全条件向缔约国司法当局提出申诉”(上文第6.5段)。大多数人的立场显然与其关于缔约国具体情况的陈述不一致，完全无视至少在2010年之前，提交人还有家人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因此有正当理由担心他们的安全。因此，缔约国的一般情况(委员会在另一个环境中已承认)和提交人在这段时间内面临的具体情况都为提交人提交本来文所花时间提供了充分的正当理由。
6.	基于委员会在2020年结论性意见中强调的安集延大屠杀期间有罪不罚的具体背景，以及提交人(他被迫逃离本国)的特殊情况，我们认为，委员会本应宣布来文可以受理。就理据而言，这些事实等同违反了《公约》第六、七、九和十二条，无论是单独解读还是结合缺乏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的补救和调查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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